以史學研究帶來相互理解
受訪者：步平
訪談者：邵軒磊

訪談時間：2007/8/20 下午3:00-5:00

訪談地點：北京東廠胡同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北端，故宮的東北側，一條名為「東廠胡同」的巷子中。步平所長說，這個地方本來是明代的特務機構「東廠」的所在地；也是民國初年，袁世凱為了掌握南方勢力，而特別為副總統黎元洪在北京常住所買的房子，之前據說是榮祿的宅第。在這裡研究近現代史，也許更感到時代的沈重與消逝吧。
問：也許先從所長近年主持的「東亞三國共同近現代史」這個工作開始談起，對這件事情有什麼「甘苦談」？
編列的時候，日本方也曾問我，為什麼南京大屠殺是三十萬呢？三十萬有什麼證據嗎？這個問題爭論了很久，最後定稿是以東京裁判的「二十萬以上」和南京裁判的「三十萬以上」並列。此間甚至有南京的學者表示「不寫三十萬我就退出！」的立場，而且民間常有人以這個數字來質問我；反過來說，日本的學者引用了東京裁判的「二十萬以上」就已經受到社會壓力與右派攻擊了。所以此時我就扮演說服的角色，協調國內學者的情緒。但實際上真正的數字已經沒有辦法解決了，第一、時間過去太久；第二、當時並沒有戶籍制度，而且長期征戰，人口本身就沒有辦法統計；第三、南京事件是一個很漫長的歷程，日軍從上海打過來之後有逃難的難民，有軍隊進駐，而之後也有逃離開的人，基本上是一團混亂。所以此時就只好採用兩次審判的數字，雖然這個數字也是很概括的，但是在更權威的研究出現以前，也沒有理由不用。這是一個協調的結果。
我們現在也把對話對象由左派拓展到中間派甚至中間偏右，當然這些對話並不很順利。我們也漸漸瞭解日本並不都是右翼，日本方面也能漸漸瞭解中國並不全部反日，如有的日本學者努力的向日本社會宣傳，讓日本社會瞭解中國學者也有中肯的研究，而我也常於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介紹日本社會與思想的現狀。目標不會是要對方投降，完全趨從於我方觀點。也就是，互相說明自己的歷史、立場與觀點上的基礎來討論。
問：既然是「東亞三國」，那麼在「研究小組」中，韓國學者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
其實比一般人想的複雜，大家通常會以為一定是中韓聯手對抗日本史觀。但實際上，由於韓國現在民族主義高昂，有的人既批評日本，也批評中國。比如說批判中國的大國主義，從古代中韓關係，以中國的觀念來說就是「中央/籓屬關係」，也就是身份上有「高/低」關係，但是並不是像「殖民/被殖民」關係一樣在實質利益上剝削，但是韓國人不能接受，認為近代中國與日本都侵略了韓國，就連袁世凱當初跟韓國的關係也算是侵略者。
問：其實「研究小組」雖然創造了個平臺，促進了國際瞭解，但是可能更多面對的是對國內「解釋」的問題。這樣一來就引申出，面對民族主義者的應對方式？
曾經我在跟演講時以近代史、中日關係為主題，本來看得出來有些民眾可能有一些意見，要來批評我的；但是我講完後他們沈默了，說：「從來不知道事情是這樣，今後必須重新思考。」我講了什麼呢？比如說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問題，很多人直觀的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好，甚至罵日本人。但是真正去指出這些武器在哪裡？有多少？甚至在日本人不承認這件事時我還要與他們談判，在日本法庭上作證。最後獲得有利的判決，讓日本政府賠償，提供了技術與銷毀經費。恰恰都是我們研究日本的學者在做的事，這樣做才能讓事情解決，而不是糾纏在情緒裡頭。但是現在缺少這樣讓民間瞭解的管道，媒體反而起了很不好的作用。
而博客（blog，部落格）在此雖然也具有某種效力，但是由於匿名性，實在無法具有回應的基礎。尤其是現在為了引起注目，網民經常挑選具有刺激性的言詞。基本上不是沒有辦法回應，但是我認為回應在網路上實在效率太低了。
問：那就延伸出一個作為背景的問題，為什麼中日關係從80年代的日本熱變成現在連學者也覺得不可擋的對日本憤怒的心情？
這個問題在「東亞近現代史研究小組」中日方也提出來過，他們認為是中國政府打「歷史牌」，用「反日教育」來煽動民眾。可是反過來說在2005年的反日遊行時，中國政府並沒有煽動，反而極度壓抑而讓媒體盡量不報導；更何況中國現在的首要目標是面向國際，當然不會以採取這種姿態作為「政策」。「反日教育」的話應該跟1960-70年代教科書作為比較指標，那時不只在量上是現在的一倍以上，在質上也更多著墨於日本軍的殘忍與侵略；現在反而更多說日本在戰後的經濟成長等優點。
如果這兩者都不是的話，那關鍵是什麼呢？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，日本在經濟上成長，自然在國民自信上也增加許多。在1985年提出「戰後四十年總清算」，也就是說戰後日本經濟發達又對國際做出貢獻，可是還受到很多國家的批評，所以很不服氣。所以諸如東京審判、南京審判等等歷史，都必須加以再思考。所以就出現了「教科書、靖國參拜」兩個中日間主要的情感爭端事件，自此中日關係就走向了「72年正常化」以來的轉折點。中方面臨日方這種「意圖翻案」的動作，就建立了很多「抗戰紀念館」，用以「提醒」社會，以我為例，當時在東北所研究的主要研究課題正是「東北淪陷史」。
90年代中期就更深了，泡沫經濟崩潰後，日本社會面臨很大的集體焦慮。於是有人提出停止戰後五十年以來的「自虐史觀」，要多說光明面，也就是「新自由主義史觀」。意味著，不要接受社會主義國家的「共產國際史觀」，也不要接受美國的「東京裁判史觀」；不靠向社會主義也不靠向帝國主義，而要真正「自由」的「新自由主義史觀」，這個詞是借用吉田茂的「自由主義路線」觀念，所以加上了「新」。藉此「扶桑社教科書/小泉參拜」的問題又更加興起，此時在中國引起的反彈就更大了。
但是反過來說，當時很多社會氣氛也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，比如說扶桑社的教科書是很不妥沒錯，但是他的發行量當時僅有0.039%，也就是大部分日本人也不贊成。但是媒體沒有明確說明這一點，使有些人產生了日本學生都使用這樣的教科書的印象，這樣就使得爭吵漸漸上升，同樣的靖國神社也是如此。反過來說，日本媒體也擴大了中國的黑暗面。
問：這樣說來，也就是雙方學界甚至民間溝通的管道應該增加，反過來說，是不是現在太少了？
的確是很少，這些對話很不容易。以「東亞近現代史研究小組」為例，就能體會很多種差異，「日本侵略中國」這件事基本上大家都同意，但是表現在研究方法上就有不同。日方的學者由於受實證主義影響，通常需要給出明確的數字；但是中方更注重感情色彩或是說「立場」（不諱言的說，也許是受政治影響），基本上就會在這種問題上卡住。但是歷史研究真正的價值所在，正是發揮與民間溝通的功能。
問：說到戰爭，每年八月，日本都會舉行對戰爭的紀念，中國這邊似乎沒有相應的舉措。
中國這邊越來越有動作了，中日的紀念性質有本質上的不同。先說日本吧，日本每年舉行的紀念都是以和平民主為基礎，而且不帶有「譴責美國」的訴求，這跟美國的態度也有關係，美國也從來沒有否認原子彈的事情。而中日的情形就不這樣，由於日本有人會否認事件「本身存在」，所以中方一旦紀念，往往就要強化「這個事件確實存在」，也就把矛頭轉向批評日本。72年之後雖然淡化，但85年之後，每年12月13日都有活動。南京在前幾年曾有人提議把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」改為「和平紀念館」，僅止於提出階段，反應就相當強烈。我個人認為不可能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作為一個「對日抗議」的堡壘，加以低調化是未來要做的目標，但是怎麼做還是需要討論，尤其關鍵在於日方不應強調否認此一事件。
問：所長的專長正是日本右翼問題。能不能談談是什麼樣的契機使得您對於投身於右翼研究？
其實我是北京出身的，小學中學的外語項目都學的是俄語，但是80年代中期，由於日本開始提出「總清算」，中國也對應的把中日關係提升到重要位置，當時我在黑龍江社科院作歷史所長，因應這個需要就帶領一批人去開展日本研究。當我投入之後，從92年之後，每年都去幾次日本，我才發現我的想法跟實際所見有很大的差距，所以我才決定把我真正看到的表現出來。不過即使如此，很多日本右翼還是認為我們近史所是「反日大本營」，把我說是「反日頭目」。
問：反過來說說看，對於日本左翼的看法。
我們現在主要能對話的對像是日本左派，但是那些人在日本被叫做「自虐派」，在日本其實不能算是多數派。雖然在戰後曾經是多數，但是經過蘇東社會主義崩潰之後，失去發言立場。就個人層次而言，現在很多「自由主義史觀者」反而以前是左派，代表性的人物是東大教授藤岡信勝，他是曾主張「南京大屠殺有五十萬受害者」的激進社會主義者。我為此曾寫過〈關於日本的自由主義史觀〉一文，主要原因可以說是「三個泡沫」的崩潰：
首先是經濟泡沫使得日本人反省之前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是有問題；其次是社會安全泡沫使得社會上由於貧困而充滿社會焦慮，犯罪率提高，青年習性腐敗，於是就要重拾「皇國精神」；第三就是社會主義的崩潰，尤其是這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才是挽救日本的道路時，居然發現社會主義的「真相」時，就連帶否定了之前的社會主義宣傳甚至是中國方面提出來的歷史。對這些人轉向其實也必須有同情的體諒，這讓我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後也面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，面對價值破滅時的轉向是一定的。雖然我不贊成這種史觀，但也不認為必須拿拳頭解決。
問：最後請所長談談中國大陸現今日本研究現狀？
現今中國研究中日關係或抗戰的課題的人比較多，多數人並不懂日文，可能也無法閱讀日本文獻。其實單純從既有文獻中研究，是很片面的。往往更不用說要瞭解日本社會情況甚至更細微的文化情感因素，這樣的研究往往情緒很激動，只能複製原來的觀點，而把調子越升越高，深層研究還必須努力。還有輿論對研究有負面作用，對研究中日關係的年輕人是種社會壓力。其實也就是兩國關係問題，關係要是不好，研究的環境也就差，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努力主要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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